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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

钟仁耀，王建云，张继元

摘 要: 农村互助养老能弥补现有农村养老保障的不足，提升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质量，但农村互助养
老尚存在定位不明确、资金难持续、管理欠规范和专业服务缺乏等问题。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效果的最佳路径
是制度化。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从价值共识、规范制定和组织管理三个要素和普适性、稳定性两个维度分
析发现，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正处于由自发地、无序地互助到有序、规范、稳定、普适的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
制度化演进中，现阶段还存在互助价值偏离、资金人员匮乏和结构功能失衡等文化认知困境、组织困境和规
则困境，需转变理念，增进共识; 整合资源，多元筹资、合理配员、明确权责，以理顺秩序，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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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老龄化的重点在农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2. 5 亿老人，占总人口的
17. 9%。2016 年全国平均老龄化水平是 16. 7%，农村老龄化水平是 18. 47%，城市是 14. 34%。① 农
村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养老服务需求自然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农村老人日益
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与农村经济水平落后、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及人力资源匮乏等矛盾不断激化，
高龄、失能失智、空巢独居老人的照料服务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6》指出，农村
60 岁以上独居老人约占 43. 4%，远高于城市老人的 29. 8%。② 据 2016 年民政部摸底排查，全国约有
1600 万农村留守老人需要照料。但是，城市化促使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计划生育导致家庭
结构小型化、核心化，以致家庭养老难以为继; 传统的消费储蓄观和对子女的偏爱，使得农村老人普
遍储蓄不足、自我保障能力较差，难以负担市场化的养老服务;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弱化了村
集体及土地保障的功能; “五保”“低保”覆盖面较窄、“新农保”保障水平较低，农村养老机构欠
缺等，使农村老人养老面临重重困境。针对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人口分散而居，农村社会养老服
务供给几乎空白的现状，笔者认为，农村互助养老可以作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的主要形式。

互助养老是在互惠互利和社会交换基础上产生的同代或代际之间的养老资源、服务的交换。农村
互助养老不是老人之间简单的互助行为，而应是农村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相融合的新型养
老服务模式。农村互助养老不仅能满足农村老人不离土、不离家的养老意愿，还因其低成本、高效
率，可有效缓解农村养老资金、服务、人才等资源短缺问题，弥补农村老人家庭保障、集体保障、土
地保障、自我保障等养老服务保障的不足，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关于互助养老，国外学者已从老人志愿者或共同居住角度展开研究。Anne 对美国 “共同住宅”
居民调查发现，未婚、离婚、无子的老人更愿意选择“共同住宅”，互助行为和非亲照护提升了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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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和社会网络。① Konstantin 和 Volker 发现，德国隔代 “共同住宅”的老人健康
状况较好且对专业照护需求较低。② 小谷部育子等认为，日本通过合理布局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
“共同住宅”，利于老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是彼此互需的刺激又放松的生活空间。③

国内学者也关注互助养老。关于互助养老的定位: 杨静慧等认为互助养老是介于家庭养老模式和社
会养老模式的“第三条道路”，是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之外的第四种养老服务方式; 刘妮娜
认为互助养老并非独立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外，而是渗透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之中。
关于农村互助养老: 杨静慧认为农村互助养老定位不明确、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农村居民参与性不高; ④

丁志宏等发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养老服务存在较大差异，不能满足老人的需求; ⑤ 赵志强等指出
农村互助养老机构因缺少规章制度，导致徒有其表、重建轻管、甚至无人入住等乱象; ⑥ 陈功等认为
“时间储蓄”互助养老模式正面临安全性、可转移性、组织管理、信用保障和服务兑换等难题。⑦

国外互助养老研究已较成熟，且已付诸共同居住、时间银行等实践。而我国互助养老研究及实践尚
在初期: 学界虽然基于文献和案例的定性研究，已发现诸多养老困境，但是尚未展开制度化系统化的研
究; 互助养老实践也暂处于无序、自发、不稳定的状态，没有制度化，缺少普适性的经验难以在代际间
传承和全国范围内推广。以下，本研究将借助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化困境，探
寻构建稳定的、普适的农村老人互助养老模式的策略，以期助益我国互助养老研究及实践。

一、理论分析框架

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稳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稳定化模式转化的
过程。⑧ 亨廷顿认为制度是稳定的、受尊重的周期性发生的行为，而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观
和稳定性的进程。⑨ 富兰指出制度化是 “延续” “吸纳”和 “常规化”，是促进社会生活规范化、有
序化、普适性、可控制化的发展过程，而非一种结果。瑏瑠 制度化具有强意义和弱意义。瑏瑡 强意义指制
度是一种不稳定的、多变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只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具有稳定性和约束力; 制度化是被
人们广泛接受和合乎情理的社会期待，应超越个人私利，组织不得不采用，组织和个人没有自主选择
权力。弱意义指制度是组织、结构和程序本身，是一种治理生产活动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系统; 瑏瑢 制度
化是制度环境通过资源分配等激励方式影响组织决策的过程。

新制度主义学派将制度界定为由社会符号、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组成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包括价
值共识、规范体系和组织管理三大要素。瑏瑣 价值共识是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无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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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延续，并被广泛认可、自然化的基本理念和天经地义的公理。当价值共识合法化成为广为接受的法
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或某种特定组织形式社会事实，就能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组织管理是
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价值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制度化有两个维度: 稳定性与普适性。① 稳定
性即制度化是延续的、常规化的、稳定的，不会朝令夕改。普适性是组织群体对价值观的普遍认同，
也指制度在时空的扩散。托尔伯特和朱克认为，制度化是一种缓慢渐进的文化变革过程，制度在时空
的扩散有强迫的制度趋同、模仿性的制度趋同和规范的趋同等三种方式。②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化演进过程便是不断增进稳定性和普适性的过程。农村互助养老是一种社
会交换，③ 起源于农民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实践。第一阶段的互助是基于个体爱心和善心，无序和小范
围的服务或实物供给，不具持续性和约束性，仅存于个体之间的互助，是口头约定的信任，不具备价值
共识和规范，从持续性来看不会代际持续，从普适性来看覆盖范围较小。第二阶段的农村互助养老存在
道德约束和价值共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同龄老人个体间互助养老易出现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
而导致的欺骗和暴力，需要道德对互助双方进行规范，以保障互助行为顺利开展。④ 族规或者乡约等成
为农村互助行为的价值共识，由条件好的一方接济救助困难的一方，从稳定性来看，互助养老有了道德
约束和价值共识，一旦一方陷入生活困境，另一方会给予帮助，否则会受到道德谴责，互助养老较稳
定; 从普适性来看，同一宗族或村落普遍认同价值共识，互助养老覆盖范围扩大。第三阶段的农村互助
养老有了规范和组织机构。随着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互助养老行为越来越复杂，如有同龄老人间
互助，也有年轻人与老人代际间的互助、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之间的互助和组织成员对老人个体的帮
助。信任和道德已不能很好应对互助养老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成立组织进行监督、奖惩等规范和约
束。⑤ 从普适性来看，互助养老的价值共识约束力为整个组织，可以是社区、国家或者全球的多个组织，
覆盖范围较广; 从稳定性来看，第三阶段的互助养老有组织管理和规范约束，可以代际转移或代代相
传，稳定性较好。显然，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化演进过程中的三要素是价值共识、规范制定和组织管
理，制度化演进的趋势是稳定性越来越高、普适性越来越广。此外，价值共识指导了互助养老实践，
并引导社会互助规范的制定和组织管理，社会互助规范更好地延续了互助的价值共识和规范了互助组
织，互助养老组织管理为互助价值共识延续和规范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如图 1 所示)

图 1 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化演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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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化演进过程

基于制度化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先回顾一下我国农村互助养老价值共识形成、规范制定和组织建
构等的制度化进程。

( 一) 农村互助养老价值共识的形成
价值共识能促使群体与组织的成员树立一致的价值取向，加强个体对组织的认同感，增强群体的

凝聚力。互助养老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潜移默化形成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是认识
事物、明辨是非的一种思维或价值取向。经过我国几千年的互助实践，互助思想从古代慈善和权力带
来的互助养老萌芽、近代互助论思想发展，到当代以人道主义和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互助，逐渐形成了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价值观。

我国古代已有互助共济的思想。如 《礼记·礼运篇》的 “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墨子·兼爱下》的“兼相爱、交相利”，《孟子·滕文公上》的 “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自汉代开始，就对孤寡疾贫老人实施公养公助和民间
互助: 政府有广惠仓、福田院、居养安济院; 宗族有汉代的宗族互助; 社会爱心人士有北宋的义田、
义庄等; 商会和行会有明清徽商、晋商对互助养老的捐赠; 慈善组织、宗教组织有魏晋南北朝的
“六疾馆”“孤独园”以及唐朝的“悲田养病坊”等。我国古代的互助养老实践多是随机的、小范围
的，可大致分为三种: 一是基于当权者的政治权利考虑或爱心人士出于慈善、爱心而建立的，互助形
式表现为强者、富裕者对贫者、弱者、困难者的施舍和帮助，服务内容集中在为鳏寡孤独者提供生活
保障和丧葬服务; 二是贫者、弱者由于相似的经历而自发进行的互助; 三是宗族姻亲主导的风险分散
和责任共担。

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互助互惠是
人性的本能，贯穿人类发展历史; 万物生存发展的关键不是物竞天择，而是种族内平等的互助。互助
论的思想在清朝末年传入我国，对康有为、刘师培、章太炎、孙中山等有较大的影响。① 孙中山在
1917 年的《建国方略》中指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
也; 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② 当时我国互助养老也由封
建权力主义的施舍性互助，转化为民主、平等的互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互助思想及实践为新民主主
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互助养老实践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集体
主义经济带来了人民公社化发展，促进了农村居民互助团体的成立。目前，我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道主义和伦理道德的阐释指引下，互助养老衍生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互助互
济的精神，使我国农村的互助养老实践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 二) 农村互助养老规范的制定
制定规范是把人们的行为纳入普适的、稳定的模式之中，使之科学化、规范化。我国农村社会保

障制度中关于资金互助、服务互助等方面的界定就是对互助养老的规范化。1934 年，毛泽东在 《乡
苏怎样工作》中强调: “互助社的工作是优待红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并提出通过人民公社等
适合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实践为老人进行供养和照料。③ 新中国成立后，互助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
形成了农村“五保”“低保”制度。1956 年 6 月发布的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明确规
定: “农业合作社对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
在生产和生活上给以适当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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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浪波: 《互助论在清末的传播与影响》，《中州学刊》2005 年第 2 期，第 154 －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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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①

1994 年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是较早、完整地提出关于农民养老的法规性文
件，即后来的“五保”制度。2011 年，河北省肥乡县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互助幸福院建
设的意见》，② 对互助养老项目立项、建设用地、各项税费等优惠政策做出了规定: 民政部门补助配
置幸福院的院内床上用品、桌椅、电视、电扇和空调、洗衣机、太阳能、灶具等基本生活用品，而老
人的衣、食、医等费用由老人或老人子女负责。这一实施意见明确划分了政府、集体和老人家庭的权
责，促进了农村互助养老规范化、制度化。国务院办公厅 2011 年印发了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 ( 2011—2015 年) 》，提出“积极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2013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农村幸福院项目管理办法》( 财综〔2013〕56 号) 中明确提出农村幸福院申报的条件和规范，③ 是农
村互助养老服务制度化的有益尝试。虽然只有 3 万元的建设资金，但这一管理办法的颁布有利于促进
互助养老模式在全国内推广。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
务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倡导‘互助养老’模式”。2017 年，《“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
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7〕13 号) 指出: “通过邻里互助、亲友相助、志愿服务等
模式举办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等方式，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也指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上述系列文件及
指示，促进了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制度化。

( 三) 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是获取特定目标的机器或工具，也是制度实施的保障。组织的作用包括确立规则、监督

他人遵守规则和实施奖惩以影响人们的行为。判断组织是否合法的标准为是否依法建立并实施与法律
或准法律要求一致的行为。组织有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分，均需获得政府机构、专业协会的认可
证明、鉴定、资格认证或者委托。④ 我国古代最开始的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的建立基于血缘、宗族，或
基于佛教、道教等宗教团体，或由官府组织引导。新中国成立后，村集体组织和引导了农村敬老院互
助养老，村社区和乡贤发起社区邻里互助养老。改革开放后，村社区组织引导了时间储蓄式互助养老
模式和老年协会组织管理的互助养老实践。党的十八大以后，在河北肥乡互助幸福院实践基础上，民
政部倡导各地农村根据实际情况展开集中供养为主的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的互
助幸福院养老试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农村的互助养老实践不曾间断，并逐渐由规范化向组织化
发展。互助养老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能有效整合农村现有人力、物力、财力等养老资源为老
人提供服务，减少购买市场高额养老服务，节省成本。如互助幸福院模式以村委大院、废旧学校、废
弃厂房等作为养老场所，利用村卫生室提供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大量留守农村妇女和相对年轻的老人
作为护理人员，激活了老人自助、邻里互助、亲友互助、社区支援，顺应了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
展，是有效缓解国家、社会和家庭照料负担，提升农村老人福利水平的农村新型养老模式。

综上，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经历了从自发、无序、不稳定到有序、规范、普适的演进，遵循如
下制度化演进的逻辑: 第一，互助养老的制度化与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随着农村经济模式由小
农经济、集体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的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带来了农村互助养
老的价值共识、规范和组织管理的变化，也带来了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变迁。第二，农村互助养老价
值共识指导农村互助养老实践。随着农村互助养老价值共识的变化，农村互助养老规范和互助养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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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管理也相应发生变化，由慈善思想和君主制仁爱思想，转化为三民主义思想，后来发展为人道主
义、互助互济的精神和慈善思想，制度化程度不断加深。第三，农村互助养老越来越具规范性和可操
作性。从最初的先秦百家思想、章程，到办法、意见条例，规范的稳定性越来越强，覆盖范围越来越
广。第四，互助养老普适性和稳定性越来越高，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见图 2)

图 2 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化演进过程

( 四) 现行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制度化分析
目前，我国各地都因地制宜地展开了农村互助养老试点，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互助养老模式，为互

助养老制度化提供了有益探索。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集中互助，将老人集中在一起，
老人互相提供养老服务和精神慰藉，如 “农村互助幸福院”、村社区照料中心等; 另一种是散居互
助，老人散居在家，参加互助养老服务，如“老伙伴计划”和 “老友关爱圈”等。根据农村互助养
老服务的发起者或组织者的不同，可从制度化的普适性与稳定性两个维度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划分
为: 宗教慈善式互助养老模式、血缘和姻亲式互助养老模式、地缘式互助养老模式、时间储蓄型互助
养老模式和互助幸福院模式等五种互助养老模式 ( 如图 3 所示) 。以服务对象的普适性为 X轴、服务
供给的稳定性为 Y轴，将各地互助养老实践标识到一个坐标轴上，可得出普适性低—稳定性低、普
适性低—稳定性高、普适性高—稳定性低、普适性高—稳定性高的四个象限。

图 3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制度化分析

宗教慈善式互助养老模式是指宗教在互助养老中发挥引导、促进等重要作用的一种互助养老模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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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该模式通过宗教仪式和活动在老人衣食住行、精神寄托、临终关怀方面能发挥宗教特色优势，保
障老人精神健康，化解心中的烦恼和心结。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教派倡导教会成员之间互助，
并要求信徒行善积德，积极帮助他人，宗教在夯实互助养老的道德基础方面有明显优势。江苏镇江大
圣寺安养院就是依托佛教的互助养老行为。安养院内约 200 位老人种菜、做饭、洗衣，自给自足，身
体好的老人帮助身体不好老人，退休医生义务为老人们看病服务，每位老人都发挥自己的价值，帮助
自己养老的同时帮助他人。① 这一模式的服务对象主要为教会成员，很少惠及不信教老人，普适性较
差; 由于运行机制、管理模式不够规范，在服务供给上表现出随意性和偶然性，不具有稳定和持续性
的特点。

血缘和姻亲式互助养老模式是乡土社会中宗族或姻亲关系内的老人相互帮助、共同养老的行为。
血缘和姻亲式互助养老是扩大的家庭养老模式，能够较好保障老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闽南地区
的民间互助养老模式便是以孝子为主的宗族型互助养老和以姻亲关系为主的血缘姻亲互助养老。② 该
模式互助养老仅仅限于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和姻亲，往往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纽带，不具有普适性; 随
着家庭小型化、核心化和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宗族和血缘的影响逐渐减弱，其稳定性也在下降。

地缘式互助养老模式是依托某一地区建立的分散居住的老人互帮互济的养老模式，主要包括社区
邻里型互助养老和老年协会式互助养老。如，福建老年协会由有知识、有能力的老年协会会长组织，
以祠堂和村庙为活动场所并配备养老设施，以村委会拨款、会费收入、社会捐助和经营性收入为经济
来源，为老人提供休闲娱乐、生病看护、精神慰藉、丧葬补助和权益保护等服务。又如，浙江省安吉
县老龄办依托农村老年协会建立“银龄互助服务社”，以政府拨款、村集体、农村合作社、服务对象
缴纳、NGO和社会捐赠等方式筹措资金为老人提供娱乐活动、老年餐桌和志愿服务，后来转化为居
家养老服务站，乡镇政府按补贴标准向各居村购买服务。③ 地缘式互助养老模式的服务对象为农村社
区内所有老人，普适性较高; 往往被作为村社区的政绩工程，也较稳定。但各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互助养老的形式和服务质量也不尽相同。

时间储蓄型互助养老模式是村社区志愿者 ( 青年和年轻老人) 对年长老人提供服务，这些服务
以时间币的形式记录，等志愿者年老或需要服务时，享受到相应时间的服务。时间储蓄型互助养老模
式自在上海市虹口区试点以来，不断探索完善，现已扩展到农村地区。如山西省晋中市东阳镇车辋村
探索了“健康储蓄银行”农村互助式养老。④ 时间储蓄型互助养老提供的服务既可进行劳务储蓄转化
为未来有需要时的服务，也可以享受货币津贴或实物兑换。但这一模式面临安全性、可转移性、组织
管理、信用保障和服务兑换等问题。时间储蓄型互助养老服务对象是地缘范围内所有老人，普适性
高。但社区志愿者队伍不稳定和互助养老服务量难以计算、储存等导致互助养老的不稳定性。

互助幸福院模式是政府支持倡导、村干部牵头、村民广泛参与的集中居住村民互助养老的一种方
式。这一模式源于河北省肥乡县前屯村互助幸福院，采用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
的形式。2008 年，河北省邯郸市的肥乡成立 “互助幸福院”。河北省 “互助幸福院”成效明显，引
起了民政部的关注。2012 年 3 月，民政部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了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
议，推广肥乡农村“幸福工程”互助养老模式。目前，互助幸福院模式已遍布内蒙古、湖北、甘肃、
陕西、宁夏、河南和黑龙江等省。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利用闲置校舍、厂房、村委会房屋、民房等推
动互助院建设。互助幸福院式互助养老面向村内或社区内的所有老人，服务对象普适性较高。该模式
依托村委会、老年协会等建立，提供的养老服务比较稳定。但由于缺少专项资金支持，多根基于村委
会的作为与不作为、老年协会的虚实，因此各地成效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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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制度化程度如图 3 所示，互助幸福院、社区邻里式和老年协会式处于第
一象限，是“高普适性—高稳定性”的互助养老，制度化程度最高; 血缘姻亲式处于第二象限，是
“低普适性—高稳定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制度化相对较低; 宗教慈善式处于第三象限，是 “低普适
性—低稳定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制度化程度最低; 时间储蓄式是 “高普适性—低稳定性”的互助
养老模式，制度化程度较高。制度普适性有三大重要意义: 一是制度规制与结构的扩散; 二是可以被
其他组织采纳和整合的各种要素的扩散; 三是新的制度形式或实践的趋同。① 在五种互助养老模式中
农村互助幸福院模式的稳定性最高、普适性最广，制度化程度最高，可以复制和推广，并且可以采用
连锁经营的方式。因此，应该依托农村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和农村脱贫攻坚的机遇，积极发展农村
互助幸福院养老模式。

三、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化演进的困境

尽管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化演进成效显著，但仍存在诸多困境，这些困境影响了互助养老的稳
定性和普适性，阻碍着互助养老的制度化。

( 一) 文化认知困境: 互助价值偏离
形成共识是实现互助养老制度化的第一必备条件。目前，我国农村互助养老价值共识偏离，导致

互助观念不强、积极性不高，影响了互助养老价值共识的稳定性和普适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
城市化进程导致农村由“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费孝通认为乡村社会是共同劳动、集中分
配并彼此熟识的“熟人社会”，会形成一定的道德约束和规制，即乡约、村约等。② 但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村庄社会多元化、异质性增加，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村集体价值与规范减弱，不足
以依靠内部力量约束村民，出现了“半熟人社会”，相应的互助养老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二是
西方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影响。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金钱至上等不良价值观的侵袭，农村
居民互助养老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很多人认为金钱、荣誉等物质精神补偿应该替代互相帮助，作为互
助养老的回报。三是农村互助养老概念模糊，老人缺乏信任感。各地农村互助养老尚未明确界定和统
一规范，导致社会广泛认为农村互助养老是善心善举，必须由 “腰缠万贯”的慈善家或者国家权力
机构发起，个体势单力薄不必或不愿出力。互助养老发起者和组织者成为互助养老实践产生和持续的
关键因素，一旦“带头人”变更，互助养老实践可能名存实亡。此外，部分老人对互助养老服务不
信任，认为互助养老是市场盈利行为，需要缴纳较多费用或者付出其他代价，且没有保障。这种价值
偏离、没有达成共识是阻碍互助养老制度化的第一要素。

( 二) 组织困境: 资金、人员匮乏
组织困境也是导致农村互助养老稳定性较差、覆盖范围不广的重要原因。一是资金匮乏。从建

设、运营到管理，资金是互助养老规范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和动力，而目前互助养老正面临资金来源
渠道单一，缺乏后备资金等难题; 村集体投资和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的互助养老资金不具有稳定性，易
出现资金链断裂; 政府有关部门的拨款仅能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补充作用，并没有互助养老专项资金;
各地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互助幸福院和互助养老机构建设参差不齐。经济条件好的农村集体和地
方政府给予补贴，可以维持正常运转; 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村，难以筹措启动资金。二是互助专业人员
匮乏。农村老人之间的互助仅在困难老人家务劳动、代为购物、探视、陪同聊天等生活照料和精神慰
藉等方面发挥作用，缺乏专业的日常照料护理的技能和技术，不能满足老人医疗卫生康复服务和专业
化的养老服务需要。据调研，在农村互助养老中提供服务的都是中老年农村妇女，没有接受过专业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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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不懂治疗知识和技巧，无法提供专业的养老服务，稍有不慎甚至会导致二次伤害。农村卫生服务
和公共服务设施比较薄弱，难以保障老人的医疗卫生康复服务需求。因此，互助养老资金、人员短缺
等组织困境是难以实现互助养老普适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 三) 规则困境: 结构功能失衡
我国互助养老组织结构普遍功能失衡、定位不明确，导致农村互助养老普适性不高，稳定性不

够。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管理不规范，质量参差不齐。尽管各地广泛开展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但
除示范型幸福院良好运行外，大量农村互助幸福院重建轻管，甚至出现无人入住现象，影响着互助养
老的可持续发展。有的地方只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资金的投放，忽视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 有的
地方只注重老人物质层面的需求，忽略精神文化的渴望; 有的地方互助养老仅仅是一种理念，没有活
动场所和服务项目。二是制度未理顺，不能进行有效衔接。首先，农村互助养老与养老机构不衔接。
互助养老组织无法在土地、税收、社会激励、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获得相应的政策支持。例如，2013
年《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并没有包含农村互助养老模式，针对互助养
老的专门扶持政策比较缺乏，互助养老模式不完善。其次，农村互助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制度不衔
接。农村互助养老多是村社区集体主导的，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所区别，国家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的政策优惠和规范，不适用于农村互助养老。最后，农村互助养老没有和村、乡镇和县医疗卫生机构
相衔接，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难以及时转诊和急救，不能给予老人较好的医疗卫生康复服务。总之，缺
少规则是互助养老难以实现普适、稳定发展的障碍因素。

四、实现农村互助养老制度化的基本路径

互助养老模式是一种群众自治、政府扶持、社会参与的良性发展模式，本质上属于社会交换和代
际供养的范畴，需要政府、社会、集体和家庭的共同努力，落实政府和子女的责任。

( 一) 价值回归: 更新观念、建立共识
第一，发挥老人的社会价值。老人具有较大的潜力和价值，不是被供养者，而是社会价值的创造

者。互助养老促使老人发挥社会价值，照顾自己的同时照顾他人，实现其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老人
要充分认识互助养老能缓解老人晚年生活子女缺位造成的孤独感和抑郁感，增进老人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获得精神慰藉和服务，积极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第二，转变子女对互助养老的态度。应强调子女
赡养老人的义务，子女有义务尊重老人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为老人提供参加互助养老必须的衣食住
行等基础物资。互助养老是一种老人社会参与，转变参与互助养老就是子女不孝顺的观念，不要为了
面子，让老人孤单和无人照料。第三，积极推进互助养老价值共识。要利用村标语、宣传栏、广播、
网络等形式宣传报道互助养老的必要性，宣扬孝文化，营造农村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鼓励
互助精神，促进互助养老价值观的产生，使互助养老观念深入人心，树立正确的互助养老价值观。第
四，互助养老法制化、规范化。在目前互助养老广泛试点的基础上，结合已有试点经验和实践，由民
政部门出台《互助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和《互助养老服务标准》，明确互助养老的性质、地位，规范
农村互助养老机构的设立条件、建设规范、服务标准、内外部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加强农村老人对互
助养老的认同感和信任感。

( 二) 组织整合: 多元筹资、合理配员
第一，设计多元化稳定的筹资渠道。随着互助养老需求不断增加，互助养老规模不断扩大，互助

养老需要规范化，需要稳定的、多元长效的资金链支持。首先，明确国家、集体和家庭在资金分配上
的权责: 家庭负责老人吃、穿、医等费用; 集体负担互助养老机构房屋建筑改造费和水电暖、通讯、
电视、网络等费用; 政府给予稳定性的财政补贴。其次，分类补贴，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经济条件
差的地区加大资金补贴力度，鼓励慈善资金捐赠; 对经济条件好的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地方自筹经
费。最后，鼓励慈善爱心人士、社会团体和社会力量进行捐赠或者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服务等方式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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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间资本进入农村互助养老。第二，建设稳定的人才队伍。扩大互助养老服务主体，加强对参加农
村互助养老的老人和中青年志愿者队伍的建设与培训。首先，在农村社区内部发动互助养老志愿活
动，保障服务队伍人员的数量。农村互助养老志愿服务者不仅要包括老人群体，还要包括农村中青年
志愿者，调动村落现有的儿童、青年、中年人为老人提供服务。其次，要组织互助养老培训，保障养
老服务质量。互助养老的培训内容主要以与老人沟通技巧、日常照料服务技能、紧急救助技巧、老年
健康知识讲座、老人营养食谱等为主，助力农村老人自助、互助。最后，农村互助养老与村卫生室合
作，每个村配备 1 名医护人员或护理员等专业人员，为老人提供专业的养老知识和护理技能培训，关
注老人需要，及时给予帮助。

( 三) 规则均衡: 明确权责、理顺秩序
第一，明确多方权责。政府鼓励和引导，提供财政和政策支持，在水电等费用方面给予适当优

惠; 村集体出资建立或改造集体闲置房屋作为互助养老活动场所，承担水电暖等相关费用; 老人及其
子女需申请入住，并承担老人衣、食、住、行、医相关费用; 老人参与互助养老并积极为其他老人提
供服务，同时也享受其他老人提供的服务。第二，加强互助养老质量管理。以农村 ( 社区) 委员会
和农村老年协会为依托，鼓励各地建立适合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老人互助幸福院等互助养老机构，明
确互助养老机构建筑及服务标准，加强对农村互助养老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对条件差的农村互助养老
机构进行资金补助和限期整改。对互助养老服务设施等软件和硬件严格把关，严禁使用不合格、不达
标和老化陈旧的产品，保障互助养老老人的安全。加强互助养老服务质量和建设规范的督查，通过开
展评比活动对服务质量好的互助养老机构予以表彰激励，规范现有的互助养老机构和组织，严惩借助
互助幸福院敛财赚名等行为。第三，理顺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农村互助养老应该与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融合。农村互助养老与社区智慧养老相结合，在老人集中养老或散居生活的地方建立
“一键通”等呼叫设备，为老人提供紧急救援等服务，由农村互助养老点辐射周边农村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其次，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要与村、乡镇、县医疗机构相结合，与敬老院、护理院等养老机构相
衔接，以方便农村老人互助养老。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Improvement of Mutual-help for
the Elderly System in Ｒural China

Zhong Ｒenyao，Wang Jianyun，Zhang Jiyuan

Abstract: Ｒural mutual-help for the elderly can make up for the existing old-age security in rural areas to
ensure the life quality of rural resident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positioning，
unsustainable funding， lack of management norms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y，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universality and stability，it is found that rural mutual-help is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from the spontaneous and disorderly practi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orderly，standardized，stable and universal model of mutual-help and old-age support． However，in this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there are cultural difficulties，organizational difficulties，and rule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deviation of mutual-help value，the shortage of capital and personnel，and the imbalance of structural functions．
We need to integrate existing rural community resources， look for diversified sources of funding and guarantee
the support of personnel， thus improving the existing old-age security system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elderly care in rural China， mutual-help for the aged，elderly in rural areas，institu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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